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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广州慈善机构
� � 民国初年，慈善组织无疑是
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和最广泛的
话题之一。

朱友渔是社会学家和上海
英国圣公会的杰出领导，他总结
道，他所处时代的中国慈善机构
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特点……
过去囿限于小的社会团体的社
会意识……冲出局限，融入民族
大意识之中”。 他认为，这个变化
要求政府和人民更加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扩展慈善领域”。

他还称，“中国的慈善已经
到达一种系统化和制度化的阶
段，能提供充足的救济，但是没
有预防贫困的科学方法”。 因此，
政府需要在“私立志愿机构能力
之外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在整
个民国时期，许多人都持与他一
致的观察结论，并且这些观点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待慈
善机构的态度。

慈善机构参与广州城市改造

早在 1912 年，袁世凯的北洋
政府就已经了解了善堂的经济
和政治潜力。 根据其官僚机构的
设置，内务部直接负责所有的灾
难救济和慈善活动、 慈善机构，
分别设立相关的中央、省级和县
级部门，监督各自辖区的慈善机
构。 但由于北洋政府无力管辖广
州，并且在民国初年广州经历了
巨大的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所以
这种机构设计对广州毫无任何
实际影响，善堂不仅不受任何政
府的监督，反而还代表了相对稳
定的和有公信力的广东商界力
量。 在 1920 年之前的这段时期，
所有的政治力量，在政治和军事
的冲突与谈判中，都得顾及这些
善堂。

1920 年之后，广东军队重新
夺取本省政权，孙中山之子孙科
成为广州市长。 随着新政府逐新
尝试吸引慈善机构参与到广州
城市改造，尤其是公共卫生改造
中，善堂和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

变化。
例如，在 1922 年，卫生局召

集 12 个善堂商讨三件事： 通过
免费发放疫苗来推广接种，并
演示技术；通过填写标准表格，
建立传染病通知系统， 推广西
医。 接下来一年，卫生局继续紧
密执行此项目，它向 28 个善堂
和医院发放了天花疫苗， 包括
爱育善堂和方便医院， 实际涵
盖了整个广州市。 广州市民国
政府和善堂的首次接触， 清楚
展现了西式的、“科学的” 慈善
事务， 这些正是新卫生局所渴
望推广的， 而卫生局也需要依
靠善堂来实现这一推广。 这也
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医疗机构很
快成为地方甚至国家慈善项目
的绝对的着眼点。

民族主义的方便医院作为
领导机构在提供现代的、“科学
的” 医疗救助方面有巨大潜力。
1922 年，广州市长注意到这一点
后，立刻命令市政府向其补贴额
外的资金。 整个民国时期，对中
国都市善堂的慈善内容和慈善
方法“不科学”的批评之声，一直
不绝于耳。 例如，一份对 20 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四川
省成都市的善堂的调查研究总
结道，多数善堂缺乏“科学的”管
理和理念，比如缺乏对医生水平
的统计和评估，没有能力减少穷
人对善堂的依赖。 评论家给出的
解决方案是政府加强监管。

市政府重建广州慈善事业

作为民族革命的爆发地，广
州市远比成都市“进步”。 1925
年，国民政府取得广州市控制权
后，立刻采取行动，把当时的善
堂置于政府监管之下。 同年 10
月，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全市
23 个善堂的所有会计账簿收集
到政府办公室以备仔细检查，以
评估善堂的财政状况和管理状
况。 到当年年底公布了初步评估
报告， 称仅有 3 个善堂符合要

求：爱育善堂、方便医院、惠行善
院（提供中医外科救治）。

1925 年对善堂的调查，给了
广州市政府清晰的思路，即市政
府应领导重建本市的慈善事业。

第一，1926 年 11 月成立了
一个监督机构“广州善堂总会”，
以监管广州市所有的善堂。 新总
会的公告称“须知慈善事业，为
政治之一端”。 它的职责是“促进
全市之慈善事业、 会员纯属人
民，善产统归保管，私人之侵触，
固所不容”。 此后，民国最主要的
城市和省份均设立了监管机构。
上海于 1927 年成立善堂总会，
四川省于 1930 年成立善堂总会。

第二，强化他们最喜欢的慈
善机构———方便医院。 市政府召
集商人团体为方便医院筹款，并
决定把败落的善堂的财产转交
给方便医院，但同时要求它支持
政府推广西医的任务。

第三，广州市政府行使其政
治权力，关闭其认为处于衰败之
中的善堂。

第四，为进一步清理衰败的
善堂，增加新式慈善机构，政府
颁布私立慈善团体管理法令，要
求所有的善堂在 1930 年 4 月申
请注册。 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明
显在延伸善堂的定义，以囊括传
教士慈善机构，比如广州博济医
院、柔济医院。 当年这些慈善机
构为清王朝所熟知，但从未获得
过官方支持。 通过把这些传教士
医疗机构加入首批合法的善堂
名单，广州市政府再一次展示了
把推广西医作为城市公共卫生
项目的先锋的决心。

随着主要善堂和医院的注
册，广州市政府越来越具干涉主
义倾向。 例如，颁布了几条医疗
慈善机构必须遵守的原则 :慈
善机构只能聘用合法注册的
“以精于世界新近医术者为原
则”，并且“如因特别情形，得暂
延聘中医”； 必须努力向穷人提
供免费接生服务，并登记所有的
初生儿。

方便医院与爱育善堂的不
同命运

尽管市政府的干涉命令越
来越多， 方便医院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迅速成
长，成为了广州市最大的慈善机
构。 或许正是政府的介入促成了
这一成绩。 方便医院不得不遵守
政府要求，引进受西式教育的医
生，并提供免费的西式接生。 尽
管方便医院仍然布施殓葬、向穷
人施粥等，但它日益专注于医疗
救助。

为不辜负“医院”的称号，方
便医院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所
作的报告称得上是“科学”报告
的模范。 报告中有常规的介绍医
院历史的前言， 有各种条例，还
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包
括住院病人男女比例，住院病人
治愈比例等……有意识地凸显
了一个组织有序、综合全面的西
式医院的形象。

方便医院“科学地”包装自
己的管理和慈善活动， 迎合国
民政府的慈善观念， 与海外尤
其是香港和澳门的善堂和慈善
家建立直接联系， 使自己成为
民国广州一道耀眼的、独一无二
的风景。

比较方便医院与爱育善堂
在民国时期的命运，我们发现方
便医院建立之初制定的完全依
赖私人捐助和不置办田产的决
定，确是明智之举。

爱育善堂的领导者并未怎
么偏离清政府赋予它的原本使
命， 它仍旧资助广州市其他善
堂，经营自己的资产，特别是管
理义冢。 可能这个使命在新时代
明显缺乏了改良的动力，限制了
它的发展规模。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意识
到爱育善堂所受捐赠最多，善堂
所有的土地及房产曾属于县政
府， 由此把善堂当作其私人银
行，这恐怕是善堂最不幸的事情
了。 上海《申报》对爱育善堂的形
象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晚清时
期，《申报》常不惜笔墨版面称赞
爱育善堂如“小议会”，言其前途
无量、利国利民。 至此时，则逐渐
消失在公众新闻中。

广州市政府清理了其认为
是帝制残余的多数善堂，通过削
弱财政基础的方式压制曾经最
具象征性的善堂，强调慈善医院
的“科学性”，终于在抗日战争爆
发前不久，改变了广州市的慈善
面貌。

（据《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
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

� � “仁心仁术，方便为怀”，方便医院的百年祖训传承至今。 图片来
源：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


